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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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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中国快速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私人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由此引起的交通拥堵和

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基于上海市区的居民通勤问卷调查数据，

采用多项Logit模型检验了街道尺度城市建成环境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提高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十字路口比重，可以减少小

汽车通勤方式的选择，而就业地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影响相对较弱；建成环境对通勤

方式选择的影响会因个体的社会经济异质性而不同。这些结论为通过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来优

化居民通勤结构的城市交通和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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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城市规模急剧

膨胀，居民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不断延长，导致居民机动化出行需求不断增加，大城市

居民对小汽车出行日渐依赖。以上海市为例，2000-2012年间，上海市私人汽车拥有量由

5.04万辆增加到 141.16万辆①，2004-2009年上海小汽车出行比重提高了 5个百分点，达

到20.9%②，由此引起的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对香

港、东京等城市的研究发现，城市的持续繁荣未必会引起小汽车使用率的提升，而技术

发明与出行行为的转变则是实现城市绿色交通的关键[1]。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学者试图通

过优化城市空间组织，创造一个以绿色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建成环境，减少城市居民小汽

车使用。然而，城市居民的出行行为受众多因素影响，国内有关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通

勤方式选择关系的研究还比较缺乏，难以为城市规划与交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此，

本文首先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介绍研究地区背景、数据概况与研究方法，

接着呈现多项Logit模型回归结果，最后探讨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之间的联

系，以期对大城市绿色交通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小汽车进入家庭，由此而引起的城市交通拥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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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出行行为的关系得到了广泛而深入
的研究。尽管城市建成环境因素复杂多样，但主要可以归纳为 3 个方面：密度
（Density）、混合度（Diversity）、设计（Design） [2]。多数研究认为，密度与通勤行为存
在密切联系。随着密度的增加，居住地更加邻近就业地，通勤距离减短，居民更多的采
用公共交通及非机动通勤方式，减少小汽车的使用[3-5]。如Moilanen对挪威的研究发现，
高密度发展能更好使待业者在当地找到匹配自己的工作，郊区的高密度发展有利于减少
长距离通勤需求[6]。在通勤方式选择上，采取公共交通及步行出行方式的比重与通勤起讫
点人口密度/就业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7]。此外，高密度区域公共交通的组织更
加有效，城市通达性得到改善，公共交通及非机动通勤比例增加，从而也减少了小汽车的使
用率[8-11]。过度高密度发展也会引起交通中心化造成更加严重的交通拥堵[12]，对于小汽车
来讲出行时间增加，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小汽车使用率[3, 13-14]。也有学者研究认
为，对于通勤而言，居民是否选择小汽车出行与密度关系微弱甚至没有[2]，而居民的出行
态度与生活方式影响最大[15]。

城市建成环境中，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高度混合的土地利用方式也可能诱导居民采用
绿色通勤方式[2-3, 7]。一方面，混合的土地利用方式可以增加居民就近工作的机会，减少小
汽车通勤需求[16-17]；另一方面，混合土地利用有可能使得居民其他出行需求在通勤路线上
或者附近得到满足，减少小汽车出行需求[9]。但也有学者研究认为，对通勤而言，混合土
地利用对于出行方式选择影响不显著[10, 15, 18]。

城市设计中，连续畅通的人行道，方格网状的道路布局，宜人的非机动出行环境，
传统邻里设计，可以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绿色出行环境，诱导居民采用
非机动及公共交通通勤方式[2-3, 18-19]。例如，提高居住地交叉路口比例，居民选择步行/自
行车上班可能性也增加，而就业地断头路比例的增加则会诱导居民采取小汽车通勤方式[10]；
道路连通度的增加有利于诱导居民选择非机动通勤方式[20]；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社区
环境评分越高，居民选择步行去工作比例也随之增加[21]。

国内关于建成环境与通勤行为的研究中，何舟等对城市通勤时耗的空间结构影响因
素做了详细的综述[22]，实证研究则主要针对北京、上海等城市。其中，对北京的通勤方
式研究发现，居住地人口密度与居民机动通勤模式存在负向关系，但道路网密度与工作
地就业密度的提高则会增加居民机动通勤的可能性[5]。对深圳研究发现，距离城市中心越
远，居民选择小汽车通勤方式可能性越高[23]。但对上海的研究却发现，社区建成环境变
量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影响不显著[24]。也有研究发现小尺度街区高密度路网、混合土
地利用等变量并没有鼓励居民选择非机动通勤方式，反而是鼓励了小汽车的选择，小汽
车通勤灵活方便尤其是当支路普遍用于停车时降低的小汽车使用成本与职住偏离被认为
是导致此结果的原因[25]。

除了建成环境因素之外，个体的通勤行为还受到通勤距离/时间与社会经济等因素的
影响。大量实证研究证明，通勤距离/时间越长，居民选择机动化通勤方式概率越高[5, 24]。
收入、职业、家庭规模、学历、小汽车拥有量、孩子数、性别及年龄等社会经济因素对
居民选择小汽车通勤方式的影响也得到很多实证支持[2, 5, 9, 11, 24-25]。

综上所述，居民的通勤方式选择主要受到城市建成环境、通勤时间/距离和个人及家
庭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出行行为关系的研究比较成熟，
但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建成环境关注较少，而国内学者对建成环境因素影响通勤
方式选择的研究鲜有涉猎。中国城市的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与发达国家具有
共同的规律还是有所不同，这需要立足国内实证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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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数据
为了研究上海居民通勤行为与城市建成环境之间的关联，2009年 3至 5月周末在上

海外环高架线以内地区（图 1）进行居民通勤问卷调查。在问卷开始之前首先选取了长
宁区的仙霞小区进行试点调查，在试点调查过程中发现，由于反感其日常生活遭到打
扰，居民参与问卷调查的积极性很低，且愿意接受调研的居民明显是低收入群体。这样
造成大规模问卷调查的难度较高，而且样本选择明显有偏，因此在每个行政区选择4个
小区作为抽样地点的原计划被放弃。考虑到公园是开放空间，容纳了不同经济与社会地
位的人群；上海各类型的绿地公园较多，分布相对均匀，使得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居民在宽松的环境中，意愿参与问卷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调研计划变更为，根据各行政
区人口比重，在每个区内选取空间分布均衡的2~3个公园作为抽样地点，每个公园随机
调查50名居民，展开问卷调查工作。本调查共收回相对完整的问卷1200份，根据研究目
的，剔除数据存在缺失的问卷，整理出有效问卷857份，有效率71.42%。

为了更加细致的了解到调查样本的地理分布问题，通过百度地图，进一步获取居民
居住地与就业地的位置信息，并将其可视化，从图1被访者居住与就业位置的分布可以
看出，样本绝大多数位于外环线内部，且多位于浦西地区，仅有少部分位于外环线以
外。分别从居住地与就业地分布来看，居住地多在浦西地区，分布也相对均匀，就业地
则在中心区域更加集中，通勤流也在市中心区域高度密集，向心性明显。以上现象符合
上海就业高度集中在中心区域、居住相对分散的实际情况。因此从地理分布来看，本样
本对于研究上海外环线以内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根据可得性资料与以上问卷得到了被访者通勤起讫点街道建成环境、通勤时间/距离
及社会经济属性 3个方面的描述性统
计分析，并与可得的上海中心城区
相关信息进行比照进一步考察样本
代表性。

（1）城市建成环境特征。建成环
境因素主要以街道为尺度，从通勤起
讫点四个维度展开：① 土地利用混
合度。采用就业用地 （工矿仓储用
地、商服用地与公共建筑用地）与居
住用地（住宅用地）比值测度就业用
地和居住用地的混合度。② 道路设
计。采用交通运输用地比（交通运输
用地面积/街道总面积） 反映道路网
密度，并用高架路与一二三四等级道
路的道路网密度作稳健性检验；采用
十字路口比（十字路口数占街道总路
口数的比值）测度道路通达性。③ 密
度。包括居住地人口密度（街道常住
人口/街道总面积） 与工作地就业密
度（街道就业岗位/街道总面积）。④ 区

图1 研究区域位置、样本分布及通勤流
Fig. 1 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amples and commuter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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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特征。就业岗位密度最高街道的
几何中心被定义为就业主中心，各
街道几何中心与就业主中心的直线
距离反映各空间单元的区位。

（2）通勤特征。包括被访者的
单程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 （表 1）
和通勤方式（表2）。本调查的居民
平均通勤时间为 39.17 分钟，略低
于上海市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报告
中的中心城居民上下班平均通勤时
间（43.2分钟）。其中，通勤方式分
为四类：① 步行占 14.35%；② 自
行车与助动车占 14.59%；③ 小汽
车 （含 出 租 车 与 摩 托 车） 占
10.50%；④ 公共交通 （含单位班
车、地铁与公交）占60.56%，为主
要的通勤方式。此外，不同通勤方
式在不同距离内存在分化，步行、
自行车/助动车主要适用于中短距离
通勤，长距离出行主要采用机动化
的通勤方式，公共交通的平均通勤
距离与时耗最长。

（3） 居民社会经济特征 （表
3）。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年龄、收
入、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家庭
未成年人数、家庭就业人数和居住
性 质 。 被 访 者 男 性 较 多
（63.94%），略高于与上海第六次人
口普查就业人口数据中的相应比重
（57.89%）；被访者受教育水平以大
学专/本科为主，74.33%的被访者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年龄在21~30岁与31~40岁的居
民比例分别为 54.38%和 33.02%；自有房居民与租房居民数量差异不大，分别为 51.34%

与42.12%，还有6.54%居民居住在单位分房；被访者家庭户平均人数为2.59人，与六普
数据接近（2.53）；被访者家庭就业平均人数以 1~2人为主，占全部样本的 86%；有 2个
或以上未成年人的家庭仅占2%，绝大多数家庭没有未成年人或有1个未成人，这是计划
生育政策的结果，后面计量检验中将使用家庭有无未成年人虚拟变量来代替未成年人数
变量。以上社会经济属性，没有与普查数据或其他数据渠道进行对比的是因为缺乏可对
比数据来源。

总结以上可知，问卷调查的抽样过程已经尽可能的考虑到了样本的代表性和随机
性，而且从样本的地理分布、平均通勤时间来看，较具有代表性。尽管样本代表性还存
在不足，但考虑到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样本通勤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反映样
本通勤本身，故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接受的。

表1 建成环境与通勤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built environment

and commuting variables

变量名

居住地

人口密度(万人/km2)

土地利用混合度

交通运输用地比

十字路口比

距主中心距离(km)

就业地

就业密度(万人/km2)

土地利用混合度

交通运输用地比

十字路口比

距主中心距离(km)

通勤时间(min)

通勤距离(km)

样本数量

857

857

857

857

857

857

857

857

857

857

857

857

均值

2.62

1.08

0.19

0.44

8.19

2.23

1.14

0.20

0.45

7.21

39.17

8.88

标准差

1.25

0.81

0.07

0.12

4.54

1.77

1.12

0.08

0.11

5.66

23.84

8.53

最小值

0.26

0.25

0.07

0.13

0

0.03

0.25

0.04

0.08

0

1

0.10

最大值

5.88

6.83

0.61

0.94

26.92

8.14

6.83

0.61

0.94

39.35

150

89.60

注：就业密度根据上海2008年上海市经济普查数据测算得到；人口

密度是根据2010上海市人口普查资料测算得到；十字路口比与距主

中心距离根据上海交通地图自行测算得到；街道土地利用数据来源

于相关部门。

表2 不同通勤方式所占比例及平均通勤距离/时间
Tab. 2 The proportion of commuting modes and the average

commuting distance/duration

通勤方式选择

小汽车

步行

自行/助动车

公共交通

共计

样本数量

90

123

125

519

857

比重(%)

10.50

14.35

14.59

60.56

100.00

平均通勤距离
(km)

8.99

1.17

4.62

11.72

平均通勤时间
(min)

32.62

14.86

25.63

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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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建成环境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联系，考虑到本文将通勤方式为归并为 4

个离散的类别，意在探讨城市建成环境对于居民不同通勤方式的影响差异，多项Logit模
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可以满足研究需求，且对数据没有正态性要求，所以本文
构建了多项Logit模型方程，如下：

Logit( )P1 P2 = β0 + β1X1 + β2 X2 + β3 X3 （1）

式中：Logit（P1/P2）为选择任意两种通勤方式概率比值的自然对数；X1为街道建成环境
特征，包括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十字路口比、交通运输用地比与距主中心距离；X2

为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家庭规模、家庭就业人
数、家庭有无未成年人及居住性质；X3为单程通勤距离； βt 为参数向量，其中 t = 0, 1, 2, 3。

考虑到学历与收入存在的高度共线性问题，而收入对于居民的通勤方式选择更加直接，
所以在最后实证检验模型中剔除了学历变量。

将小汽车通勤方式作为步行、自行/助动车和公共交通三种通勤方式的参照，在公式
（1）的基础上构建了如下方程用于具体回归分析：

Ln( )Pwalk Pcar = βw0 + βw1X1 + βw2 X2 + βw3 X3 （2）

Ln( )Pbike Pcar = βb0 + βb1X1 + βb2 X2 + βb3 X3 （3）

Ln( )Ptransit Pcar = βt0 + βt1X3 + βt2 X2 + βt3 X3 （4）

3 实证结果与讨论

表 4报告了根据公式（2） ~ （4）的多项Logit回归分析结果。从模型拟合优度看，
模型卡方（Chi-Square）统计量分别为 388.5232与 761.3677，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模
型的拟合程度较好。通勤距离与交通方式选择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为了缓解内生
性，也计算了不包含通勤距离的模型回归结果，但并不影响建成环境变量的作用方向和
显著度。模型1与模型2结果基本一致，因而表4给出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3 研究区居民社会经济特征
Tab. 3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in the study area

家庭就业人数(个)

家庭未成年人数(个)

月收入(元)

家庭规模(个)

1

2

3及以上

0

1

2及以上

0~4000

4001~6000

6001~8000

8001~10000

10001及以上

1

2

3及以上

样本数量

298

437

122

532

305

20

450

187

95

53

72

206

150

500

比重(%)

34.77

50.99

14.24

62.08

35.59

2.33

52.51

21.82

11.09

6.18

8.40

24.04

17.50

58.34

居住性质

年龄(岁)

性别

文化程度

自有房屋

单位分房

租房

20及以下

21~30

31~40

41~50

51及以上

男

女

初中及以下

高中/职中

大学专科/本科

硕士及以上

样本数量

440

56

361

17

466

283

64

27

548

309

36

178

557

86

比重(%)

51.34

6.54

42.12

1.98

54.38

33.02

7.47

3.15

63.94

36.06

4.20

20.77

64.99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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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及通勤距离后，居民的通勤方式选择与
居住地建成环境有显著关联，而与就业地关系相对较弱。在模型1中，就业地变量有两
项显著，一是就业地就业密度与公共交通通勤方式显著正相关，这与实际相符。在上
海，就业密度高的地区，公共交通服务也十分便利。同时，此结果也与已有研究[5, 10, 27, 28]

表4 多项逻辑模型回归结果(以小汽车通勤方式为参照)
Tab. 4 The results of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commuting by car' as reference)

变量

建成环境特征
居住地

人口密度

土地利用混合度

十字路口比

交通运输用地比

距主中心距离

就业地

就业密度

土地利用混合度

十字路口比

交通运输用地比

距主中心距离

个体社会经济特征

住房性质

单位分房(是=1)

自有房屋(是=1)

性别(男=1)

年龄(岁)

31~40(否=0)

41~50(否=0)

51及以上(否=0)

月收入(元)

4001~6000(否=0)

6001~8000(否=0)

8001~10000(否=0)

10001及以上(否=0)

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

家庭就业人数

是否有未成年人(是=1)

通勤距离

截距

N

Pseudo R2

Log likelihood

Chi2

模型1：解释变量未纳入通勤距离

步行

0.4572*

0.4831

3.6437**

-0.3090

-0.0733

-0.1766

-0.1520

-0.7570

-0.8767

-0.0505

-0.1996

-2.4706***

-0.9866**

-1.5436***

1.1518

-1.0115

-0.9824**

-0.7321

0.1012

-2.2980***

-0.2607

0.3185

-0.8385*

2.8410

.

自行/助动车

0.4621**

0.6011**

3.0694*

1.5252

0.0176

0.0006

0.2715**

-1.3369

-1.8941

-0.0400

-1.0505

-1.1923***

-0.1329

-0.7424*

0.7265

0.3030

-1.5316***

-1.1503**

-2.4054***

-3.2988***

-0.4422**

0.5601*

0.1022

0.4590

857

0.2061

-748.2758

388.5232

公共交通

0.3897**

0.5526**

2.8221**

-1.7619

-0.0148

0.2106**

-0.0420

-1.7141

0.4958

0.0333

-1.8464***

-0.7561*

-0.4948

-1.0081***

0.7726

-1.2921

-0.9756**

-0.4742

-1.0384**

-2.0403***

-0.1173

0.2573

-1.3111***

2.4125

.

模型2：解释变量纳入通勤距离

步行

0.7166***

0.6463*

3.5076*

1.2909

0.0325

-0.0374

0.0079

0.2991

-0.4079

-0.0397

-0.8518

-2.5363***

-1.3091***

-1.6292***

2.0302**

-0.1994

-0.5899

0.2486

0.7223

-1.1082

-0.0414

0.0882

-1.2809**

-1.1223***

2.7502

.

自行/助动车

0.5033**

0.6162**

3.1742*

2.0077

0.0481

0.0586

0.2536*

-2.0901

-2.0355

--0.0462

-1.0334

-0.8434*

-0.1068

-0.7910*

0.8467

0.0934

-1.4952***

-0.9386*

-2.3141***

-2.9749***

-0.4350*

0.4694

-0.0758

-0.1556***

1.2014

857

0.4039

-561.8536

761.3677

公共交通

0.3300*

0.5015**

3.1398**

-1.3349

-0.0511

0.1505

-0.0223

-1.2933

0.8172

0.0017

-1.9700***

-0.9580**

-0.7492**

-0.9419**

0.9929

-1.0561

-1.0663***

-0.4925

-1.3281**

-2.1424***

-0.1554

0.2505

-1.2285***

0.0937***

2.2839

.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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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相似，如Zhang对于波士顿的研究和Zhao对于北京的研究都发现就业地就业密度的
增加会显著提高居民采用公共交通通勤的可能性[5, 10]。Chen等与Paaswell对纽约大都市区
的研究与Chatman对美国的研究也发现由于停车与拥堵问题，就业地就业密度的增加会
减少小汽车通勤的可能性[4, 26]。二是就业地土地利用混合度（就业居住用地比）的增加显
著提高居民采用自行/助动车的可能性，可能的原因在于，自行车尤其是助动车机动灵
活，速度快，花费少，受拥堵影响小，因而在中国特大城市中在很多情况下比小汽车具
有优势。

居住地人口密度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人口密度越高，居民选择小汽
车通勤方式的可能性减小。在模型1中，街道1 km2每增加10000人，居民选择步行相对
于小汽车通勤方式的发生比率将增加[Exp（0.4572）-1]×100% = 58%，选择自行/助动车
相对于小汽车通勤方式的发生比率将增加59%，选择公共交通相对于小汽车通勤方式的
发生比率将增加 48%。一方面，在上海居住在人口密度较高街道的居民，通勤距离较
短，增加了非机动通勤可达性。另一方面，在高密度区域，地铁与公交服务设施完善，
公共交通可达性高。此外，高密度区域的停车困难，以及在上下班时段的交通拥堵问
题，也是造成小汽车通勤可能性降低的原因。这一结果与大多数已有文献的结论一致，
城市高密度发展可以降低居民小汽车出行需求，鼓励公共交通与非机动通勤。如Cervero

对于美国的研究，Zhao对于北京的研究都发现人口密度的提高会减少居民开车上班的可
能性，增加公共交通与非机动通勤方式的使用[5, 9]。在发达国家公共交通通勤的份额往往
十分低，而在上海，公交与地铁服务系统发达完善，已经成为居民主要的通勤方式。

土地利用混合度参数表明，相对于小汽车通勤方式而言，居住在土地利用相对混合
街道的居民，更有可能选择非机动或公共交通通勤方式。以模型1结果为例，土地利用
混合度每增加一个单位，选择自行/助动车通勤方式的发生比率是选择小汽车通勤方式的
Exp （0.6011） = 1.82倍，选择公共交通通勤方式发生比率是选择小汽车通勤方式的Exp

（0.5526）= 1.74倍。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2, 9, 27]，如Van Acker等对比利时弗兰德
斯根特的研究发现，土地利用混合度越高，小汽车通勤使用越少[27]，也与预期相符，即
对上海而言，在居住地街道增加就业用地，有助于居民就近就业，缩短通勤距离，减少
居民对小汽车通勤的依赖。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数据的缺乏，本文并没有考虑到就业
岗位与居民就业需求的匹配问题。

城市设计方面，居住地街道十字路口比重提高会增加步行、自行/助动车及公共交通
通勤方式的概率，此结果与Zhang与Badland等的研究结论相似[10, 20]，其发现居住地十字
路口比例的增加将会增加非机动通勤的可能性。一方面，较高的十字路口比重意味着较
高的交通通达性，会促进步行与自行/助动车的使用。另一方面，道路通达性的提高，同
时也使得公共交通的组织更加有效；反之，较低的十字路口比重会降低道路网通达性水
平，增加居民通勤对小汽车的依赖。表4还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交通运输用地比
不显著，换成高架路与一二三四等级道路的道路网密度，依然对通勤方式没有显著影
响，后一结果本文中没有报告。此结论表明，在城市道路网设计中，应该更加重视路网
的形式与布局设计。此外，居住地与就业主中心的距离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没有显著影
响，而已有研究发现，距离主中心越远，选择小汽车[9-10]与公共交通[5]可能性将会增加。
为此尝试在模型1中去掉居住地人口密度与土地利用混合度，发现随着居住地距中心距
离的增加将会显著提高小汽车通勤相对步行与公共交通的可能性。这表明距主中心距离
的变量效用已经被密度与土地利用混合特征所细化，因为邻近市中心地区的密度和就业
居住用地比也越高，是共线原因导致了模型1中距就业主中心距离的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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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只是显示了在其他变
量既定的情况下建成环境对通勤方
式选择的平均影响，其实，在不同
社会经济因素属性下，建成环境对
通勤方式选择的作用也会存在差
异。为了检验这一异质性的存在，
本文构造了表 4 中统计显著的建成
环境变量与社会经济变量的交互
项，并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单独带入
表 4回归模型 1中，发现了 3个统计
显著、较为稳健并具有一定逻辑解
释力的交互项结果 （表 5）。首先，
居住地土地利用混合度和性别的交互项与步行方式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增加居住地土
地利用混合度尽管对全部样本的步行影响不显著，但对于男性是有显著作用的。其次，
居住地人口密度与 31~40岁年龄段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与步行和自行/助动车显著负相
关，表明对于31~40岁年龄段的通勤者来说，增加居住地人口密度所提高的步行和自行
车/助动车通勤可能性，显著低于其他年龄段。另外，居住地十字路口比与10001元及以
上的月收入组的交互项，与自行车/助动车通勤显著正相关，意味着提高居住地十字路口
比所增加的自行/助动车通勤可能性，对于10001元及以上的月收入组作用更明显。这些
结果表明，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不仅存在独立效应，而且其作用还会因个体
的社会经济异质性而不同。

居民通勤方式选择与内生性变量单程通勤距离有显著的相关性。如在模型2中，通
勤距离每增加 1 km，居民选择小汽车通勤方式的发生比率是选择步行的 1/Exp （-
1.1223） = 3.07倍，是选择自行/助动车的 1.17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通勤距离的
增加使得步行与自行/助动车的可达性下降，而步行通勤方式对距离更加敏感。在公共交
通参照小汽车模型中，通勤距离每增加1 km，居民选择公共交通通勤方式的发生比率是
选择小汽车的1.10倍。此结果与发达国家通勤距离越长越趋向于使用小汽车通勤方式的
普遍认识[9]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上海城市密度
高，人均道路面积较少，在上下班时段，交通拥堵造成小汽车通勤困难，而上海相对完
善的公交尤其是轨道系统可以较好地保证居民准点上下班，因而远距离通勤时小汽车并
不比公共交通具有时间优势；其次，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相对较低，对出行成本比较敏
感，公共交通金钱花费明显低于小汽车；最后，在轨道交通上，居民可以自由安排此段
时间（例如学习、娱乐等）。这些结果也与Pan等对上海的研究、Zhao对北京的研究结果
是一致的，即通勤时间越长，机动化交通工具比非机动方式更具优势，但选择公共交通
的可能性高于小汽车[1, 5]。

表4也展示了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对于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首先，模型的结果验
证了收入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
民对小汽车通勤成本的承担能力增强，因而居民小汽车通勤可能性也相应增加。居住性
质方面，自有房屋居民比租房居民更愿意采用小汽车通勤，可能的原因是租房居民住房
选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更加靠近上班地点居住。年龄方面，与 31岁以下居民相

比，31~40岁居民选择小汽车通勤可能性较高，可能的解释是，31~40岁居民具有了一定

的工作经验与物质基础，因而有条件选择小汽车通勤方式，而且这个年龄段的人受近

表5 建成环境变量与社会经济因素交互项回归结果
Tab. 5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built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变量

居住地土地利用混合度×性别

居住地人口密度×年龄
dummy(31-40)

居住地十字路口比×月收入
dummy(10001及以上)

模型1：解释变量未纳入通勤距离

步行

1.4095**

(0.6356)

-0.7013*

(0.3913)

10.5619

(8.5664)

自行/助动车

0.6501

(0.4519)

-0.6705*

(0.3457)

19.1280**

(7.5962)

公共交通

0.6040

(0.4135)

-0.4644

(0.3137)

6.0700

(4.3486)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统计

水平上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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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年中国汽车进入家庭的社会观念影响较大。性别方面差异也较明显，男性比女性

选择小汽车通勤的可能性更高，尤其在只有一辆小汽车的家庭中，男性对小汽车的使用

占据了优势。家庭方面，有未成年人的家庭，选择小汽车通勤概率越大，这与上海实际

是符合的，因为有未成年人的家庭，考虑到孩子上下学、就医甚至业余补课的需要，往

往会加快家庭购车的节奏，小汽车通勤的可能性也就更高。

4 结论与启示

针对发达国家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关联研究较为充分，而对于国内

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机动化的背景下，本文基于上海问卷

调查数据，运用多项Logit模型检验了城市建成环境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

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街道尺度居住地建成环境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存在显著

影响。具体而言，提高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十字路口比例，可以促进

职住邻近，减少通勤距离，提高道路的连接性，提升交通服务使公共交通组织更加有

效，最终减少居民选择小汽车通勤可能性，诱导居民采用步行、自行/助动车与公共交通

模式通勤；增加就业地就业密度与土地利用混合度，可以诱导公共交通与自行/助动车通

勤模式；而且，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会因个体的社会经济异质性而不同。这

些结论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为基于优化城市空间组织来引导居民

出行行为的规划理念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关于通勤距离对通勤方式的影响，随着上

海居民通勤距离变长，小汽车比非机动通勤方式更具优势，但与公共交通相比却处于劣

势，后一点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不同，这与上海乃至中国特大城市特有的城市交

通环境和公共交通基础有关。

本文对于优化小汽车使用政策具有以下两个启示。一方面，在街道土地利用规划方

面，应该坚持高密度、紧凑的发展模式，同时在居住地的周围布局商业购物及娱乐消费

用地，形成混合功能特征，吸引居民就近就业、购物与消费；在路网规划方面，应尽可

能多地采用十字交叉口的方格网式道路布局，增加道路通达水平，完善公共交通系统，

并辅以步行为导向的街道规划。另一方面，鉴于建成环境对于不同社会经济家庭背景下

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且有一定规律，因此，只有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通勤

行为的差异，才能有针对性的制定城市交通管理政策，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发挥真正

作用。

本文是基于上海市外环线以内及邻近区域问卷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尽管得到
有一些有意义的发现，但本文的研究还是探索性的，尤其是由于数据和信息的缺乏，在
机制解释方面较弱，对于居民通勤方式的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没有深入分析。此外，本
文的问卷样本采集于公园当中，其代表性需要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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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on residential choice of
commuting mode in Shanghai

SUN Bindong1, 2, DAN Bo1, 2

(1. The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and motorization in China, the increasing car ownership

promotes the dependence on automobile commuting, and hinder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eads to serious traffic congestion and environment pollution as well.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from the residents in the central city of Shanghai, a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wa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residents' commuting mod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hoice of

motorized commuting. Specifically, after limiting other factors, improving population density,

mixed land use and the proportion of crossroads in residential areas may help refrain the choice

of automobile commuting, whil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of employment areas has less impact

on residential choice commuting mode. Besides, the built environment has different impacts on

commuting mode choice due to heterogeneity of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is that commuting mode could be optimized by

improving land use planning and transit environment designing.

Keywords: built environment; commuting mode; automobile;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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